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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外交转型与制度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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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全球化时代的外交在经历复兴，也面临多方面的挑战。

随着外交议题向其他领域扩散，外交制度呈现 “分散化”和 “集中化”

两个显著的趋势。通过关注和追踪中国外交部新闻发布会的情况可以

发现，发言人回答记者问题的内容和方式方法，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外

交议题扩散的方向、规律和特点，也折射出新时代中国外交在国家层

面上协调需求的增加和外交部职能的转型。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

外交制度的特色和优势，在应对外交转型所面临的挑战时应加强政治

领导、统一思想，完善组织领导、突出协调，强调顶层设计、狠抓落

实，这些都是当今中国外交制度创新的主要内容和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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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自诞生以来，从未像当前这样重要，也从未像今天这样受到广泛关注。

外交更加重要，是因为全球化使国家间的联系更加密切，国家间的合作不仅关

系各国的根本利益，也与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外交不再只是职业外

交官的专业工作，而成为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亲力亲为的国家大事。此外，新

媒体对外交的广泛报道和关注也把外交推向普通公众。公众的广泛关注导致对

外交学的更多研究，各种各样的外交应运而生，外交迎来了复兴。①

外交复兴的另一面是，外交从来没有遇到当前所面临的巨大挑战。面对如

雨后春笋般出现的各种形式和领域的外交，有学者指出，“当什么都是外交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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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外交就什么都不是了。”① 的确，当前给外交下一个明确的定义更不容易了。

当今外交所面临的挑战是全方位的，包括外交行为体的增加、外交规范的更新、

沟通方式的变化和外交制度的转型等。② 当代外交行为体、规范和沟通渠道的转

变，使外交与国际政治的其他领域结合起来，催生了一些新的研究领域，如全

球治理、新国际规范的产生以及公共外交等领域，且在这些方面已有诸多研究

成果。③

但是，真正能够体现外交的本质以及当今外交转型所面临的挑战，是以外

交部为代表的外交制度所面临的转型和挑战。本文把中国外交的转型放在世界

外交转型潮流的大背景下，梳理有关中国外交制度转型的相关研究成果，通过

对２０１０年以来外交部发言人在例行记者会上的答记者问进行内容分析，探讨当

今中国外交制度转型的方向、基本特点和政策含义，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中国外

交制度的优势和创新趋势。

一、外交制度转型的世界性趋势

外交制度的最初形态是驻外使节，随着驻外使节数量的增加，产生了专门

为驻外机构服务的外交部。外交部成立后很快成为联络和领导各驻外机构的枢

纽，在国际上被公认为授权代表国家对外进行交涉的专职外交执行机构。１９６３

年的 《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第４１条规定：“使馆承派遣国之命与接受国洽商

公务，概应经与或经由接受国外交部或另经商定之其他部办理。”④ 该公约以当

代外交普遍规范的方式确立了外交部在各个国家外交制度中的核心地位，外交

也因此被认为是 “国际关系和国际社会中的国家及越来越多的其他行为体在相

互关系中代表自己和自己利益的制度和过程”。⑤

外交部是各国协调国际与国内关系和矛盾的核心，是外交制度和过程的枢

纽和组织保障。在全球享有共同的外交文化和外交规范的情况下，各个国家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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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制度的构成和基本职能是类似的，作为外交沟通体系的关键节点，外交部的

职能包括搜集、分析、传播和储存信息，研究和提出政策建议，政策传导和实

施，服务和管理等等。① 这里要强调的是，从诞生至今，不管其职能如何变化，

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多么重要，外交部从来都不是对外政策 （国内多称外

交政策）的决策机构。

从世界外交发展大势的角度来看，中国外交的转型和面临的挑战并非一个

特殊现象，而是世界各国外交转型的一个缩影。早在冷战结束以后，国际上研

究外交学的学者就注意到外交部的 “信誉遭到质疑”，并开始研究外交部所面临

的挑战和转型趋势。② 近年来，这种挑战有了新的发展，对外交部的批评更为直

接和明确。在西方发达国家，有人说它是 “外国人的部”（ｍｉｎｉｓｔｒｉｅｓ　ｆｏｒ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ｅｒｓ），③ 还有人提出，外交官的作用很可能消失，因为其许多职能要么为国家元

首的直接会晤所取代，要么为日益增多的国际公务员机关所替换。在经济能力

有限的发展中国家，外交部庞大的开销成为人们批评外交部的另外一个重要

理由。④

随着中国进一步融入国际社会，中国外交具有更多的国际性特征。中国外

交部所遭到的批评和指责在中国既不新鲜也不少见。与国外批评外交部是 “外

国人的部”相比，国内甚至有人称外交部为 “卖国部”。⑤ 继前些年有人批评中

国外交 “软”和 “缺钙”后，近期又有人批评中国的外交队伍 “长期以来被翻

译们垄断和把持……外交人事整体面貌是严重营养不良加近亲繁殖，许多外交

要员缺乏民族自信和气节，缺少战略头脑和实际工作的能力”，“中国的外交人

格被 ‘翻译外交’彻底扭曲了”。⑥ 对外交和外交部类似的批评与非议在国内网

络媒体司空见惯，屡见不鲜。

外交部遭到的批评在国内外具有共性，因为它们所面临的挑战具有共性。

从国际外交制度转型的角度来看，当代外交制度存在着 “分散化”和 “集中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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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显著的趋势。① 所谓 “分散化”是指，随着国际交往的范围和频度的扩展以

及领域的增加，一些工作范围原本仅限于国内的政府部门开始参与对外事务，

而且由于这些部门的业务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它们在相关业务范围内具有更多

的发言权。另一方面，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地方政府也开始深入参与国际

合作。传统上的外交机构只有在国外的派出机构，而没有在国内的下属机构。

如今，外交部作为国家对外政策唯一或主要的落实机构的局面发生了变化，其

权力在横向上向其他部委分散，纵向上向地方和基层分散，外交部已经沦为为

其他专业职能部门和专业人员提供服务的 “后勤协调员”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ｓ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

ｔｏｒ）。②

所谓 “集中化”是指，由于对外政策和外交的国内影响及政治含义增大，

国家领导人不仅是对外政策的制定者，而且在决策之后也频频从幕后走向前台，

成为对外政策的执行者。随着首脑外交尤其是首脑访问与首脑会晤在全球兴起，

外交部长丧失了作为首席外交官的光环，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成为各自国家的

“首席外交官”。③

中国外交部在这方面所面临的挑战是一个典型。中国国务院目前共有２５个

部委，其中外交部和商务部是专门负责政治和经济领域对外事务的机构，除安

全部外，其他部委都设有国际司、国际合作司 （局）、国际交流司或外事司等机

构，具体负责涉及各自业务领域的对外交往与国际合作事项，它们已经成为各

自领域内的 “小外交部”。这些部门而不是外交部，在落实中国在这些领域相关

政策的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外交部只是对外政策的一个行为体，

且未必是最重要的。④

外交的集中化趋势在中国外交中也有显著的表现。首脑外交已经成为中国

外交的主要形式。江泽民主席在任期内访问了７５个国家，胡锦涛主席访问了８３

个国家，习近平主席在第一个任期的五年内出访２８次，访问了５６个国家和主

要国际组织的总部。伴随着首脑外交的日渐活跃，外交部在落实对外政策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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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ｉｎｄａ　Ｊａｋｏｂｓ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ａｎ　Ｋｎｏｘ，“Ｎｅｗ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ｃｔｏｒ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ＳＩＰＲＩ　Ｐｏｌｉｃｙ　Ｐａｐｅｒ，２０１０，

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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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下降，其中一个重要表现是外交部部长在中国政治中的地位趋于下降，由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总理、到政治局委员再到国务委员，进入本世纪以来，外交

部部长只是中央委员。与此同时，中央外事领导小组的地位在上升。１９５８年最

初设立中央外事小组时，组长由外交部长担任，后来是国家主席或总理担任，

现在则是直接由中共中央总书记和国家主席担任。随着多个涉外领导小组的成

立，外交部在对外关系中只是一个被协调的对象，而非对外政策的协调者。

但是，在对外交转型的研究中，国际外交学界和中国外交学研究界之间存

在着严重的脱节。国际上对外交制度的研究很少涉及中国外交制度的内容。研

究和关注中国外交的学者，不管是中国学者还是外国学者，在观察和研究中国

外交时，似乎也并不在乎其与国际外交学研究之间的沟通和相互参照。例如，

早期中国学者较多关注的是中国外交制度自身的变化趋势或中国外交制度的历

史演变，① 近年来也逐渐关注中国外交机制和行为体的变化。② 这些对中国外交

机制演变和转型的研究，勾勒了中国外交制度的变化轨迹，敏锐地挖掘了中国

外交转型的特点，但大多属于就事论事，似乎这些变化只是中国独有的，只发

生在中国。

国外学者在研究中国外交的变化时，也有类似的特点。美国学者大卫·兰

普顿敏锐地观察到，随着 “全球化”的发展，中国外交人员 “职业化”程度在

提高，参与对外事务的部门更加多元，决策权力逐步 “分散化”。他把这些变化

概括为 “全球化”、“职业化”、“多元化”和 “分散化”。③ 丹麦学者雅各布森等

人则关注到中国外交行为体的增加对政策制定者、研究者以及与中国政府打交

道的外国政府的含义。④ 但是，这些研究并没有注意到中国外交制度在走向分散

化的同时，也存在显著的集中化趋势。近年来这些学者开始注意到，中国外交

制度的变化不仅仅体现在制度层面上，而且逐步对中国对外政策的执行产生了

影响，在一些问题上形成了多种声音，比如在南海问题上甚至出现了 “九龙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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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云真：《新中国外交制度的演变与创新》，《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０９年第９期；宫力、门洪华、
孙东方：《中国外交决策机制变迁研究 （１９４９—２００９年）》，《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０９年第１１期，第４４—
５４页；赵可金：《当代中国外交制度的转型与定位》，时事出版社，２０１２年。

Ｌｉｎｄａ　Ｊａｋｏｂｓ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ａｎ　Ｋｎｏｘ，“Ｎｅｗ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ｃｔｏｒ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王存刚：《当今中国的外交政
策：谁在制定？谁在影响？———基于国内行为体的视角》，《外交评论》，２０１２年第２期，第１—１８页；金
灿荣、段浩文：《在中国，谁管外交》，《世界知识》，２０１２年第４期，第５４—５５页。

Ｄａｖｉｄ　Ｌａｍｐｔｏｎ，Ｔｈｅ　Ｍａｋｉｎｇ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ｎ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ｎ　ｔｈｅ　Ｅｒａ　ｏｆ　Ｒｅｆｏｒｍ，１９７８—
２０００，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９．

Ｌｉｎｄａ　Ｊａｋｏｂｓ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ａｎ　Ｋｎｏｘ，“Ｎｅｗ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ｃｔｏｒ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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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的局面。① 但是，国内外学术界对中国外交变化的研究，都没有注意到这些

变化是一个具有全球性的普遍特点。

近年来国际上研究外交学的学者和国内外研究中国外交的学者之间开始了

互动，将中国外交的研究与国际外交学的研究结合起来，把中国外交的转型纳

入国际上外交变化的趋势中，并借用一定的分析框架探讨中国外交转型的特点。

比如赵可金在梳理国外外交学研究主要理论的基础上提出，“社会广泛参与外交

事务的非传统外交逐渐兴起，原来由外交部和外交代表机关垄断外交的格局被

打破，越来越多的议题事务被分流到政党、军事、地方政府等非职业外交部门

处理”，从而形成了新时期的 “非传统外交”。② 如果仔细观察，所有这些被称为

非传统领域的外交，简单来说就是没有外交部的 “外交”，更明确地反映了外交

部所面临的尴尬地位。

总体而言，对于中国外交制度演变和转型的研究成果都反映了中国外交在

新时期所呈现的分散化趋势。它们或从宏观层面进行笼统的概括和总结，或采

取案例分析的方式提出中国外交转型的发展趋势，但是，至今尚没有对这种特

点和趋势的具体实证研究。比如，如果说中国外交在走向多元化、分散化，那

么分散到了哪些领域？呈现出什么样的特点？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这些特

点和现象又有什么样的含义？中国在应对这些趋势的时候采取了什么样的措施，

进行了哪些制度创新？为了回答上述问题，本文拟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例行

记者会上答记者问为对象，采用内容分析的方法，尝试对这些问题进行一个粗

浅的回答。

二、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制度的缘起与发展

外交部发言人制度的产生是外交制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外交制度形

成于文艺复兴后期的意大利，完善于黎塞留时期的法国，其最初的主要形式是

宫廷外交或秘密外交。有研究指出，在 “权谋术数流行的时代”，君主不仅派出

外交官，还有数不清的私人侦探，“在红灯绿酒之下，胭脂粉带之中，施展伎

俩，男化女装，刺探消息，为大使之唯一之职能。”③ 外交是秘密、阴谋、侦探

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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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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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可金：《非传统外交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第２０页。
刘达人：《外交科学概论》，中华书局，１９３７年，第５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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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代名词。

１９世纪３０年代，西方出现了报纸，有了职业记者，外交遂成为记者们关注

的热点，一些外交领域的热点议题成为他们追逐的对象。一些记者不顾时间和

场合，不择手段地搜集材料，让一些领导人和外交官不胜其烦。为了应付对新

闻具有无限兴趣的新闻记者，美国第七任总统安德鲁·杰克逊 （１８２８—１８３６年

在任）最早设立了总统新闻发言人，作为总统的个人助手，以应对媒体和记者。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把 “签订公开和约、杜绝秘密

外交”当作外交工作的基本原则，正式设立了总统发言人。总统发言人制度是

公开外交的主要表现，也是外交从 “旧外交”到 “新外交”转变的一个标志。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媒体的影响力越来越大，深入社会的各个角落，

对外交议题更为关注。到了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后，各国政府纷纷效仿美国，建立

新闻发布制度，设立新闻发言人，① 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制度遂成为现代社会发展

的产物和当代外交制度的重要部分。自从有了发言人制度，外交就被置于普通

公众的关注之下，秘密外交再无可能，外交也不再是一个神秘的行业，真正意

义上的人民外交有了可能。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制度是中国外交制度中的组成部分，其产生和发展反映

了中国外交制度的发展变化过程。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成立初期就有设立发

言人的实践。当时中国曾经以外交部发言人名义就某一重大问题发表声明、谈

话，在国家领导人出席国际会议的代表团中也设有发言人。如龚澎曾在１９５４年

和１９６１年两次日内瓦会议上担任中国代表团新闻发言人。② 但这个时期的发言

人制度还只是临时性的，中国外交部也没有这样的职位，与严格意义上的外交

部发言人不同。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制度的设立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事情，是中国外交制度进

一步完善的标志。１９８２年，时任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在中亚城市塔什干就苏

联对华政策发表讲话，发出了一些积极的信息。３月２６日，外交部新闻司司长

钱其琛在外交部主楼门厅以召开外交部新闻发布会的方式予以正式的回应，这

次发言被认为是改革开放后中国外交外交部发言人制度的肇始。③ １９８３年３月１

日，时任外交部新闻司司长的齐怀远向中外记者宣布外交部从即日起建立发言

人制度，至此外交部发言人制度才正式确立。④ 其主要职能也更加明确，即 “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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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建华：《外交部发言人揭秘》，世界知识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６２—６３页。
乔松都：《乔冠华与龚澎———我的父亲母亲》，中华书局，２００８年，第１３７—１４２、１４５—１４９页。
钱其琛：《外交十记》，世界知识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４—６页。
邹建华：《外交部发言人揭秘》，第６５—６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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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重要外交活动信息，阐述对外政策，负责国家重要外事活动新闻工作”，“承

担国家重要外事活动有关新闻工作”，“收集分析重要信息”等。①

此后，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制度越来越机制化，新闻发布会由确立初期的每

周一次，到后来的每周两次，再到现在的每个工作日都举行。② 从第一次新闻发

布会的 “没有提问，也不回答问题”，③ 到后来不仅发布重要的外交活动信息，

而且对重大问题随时回答记者的提问，也取消了对记者提问次数的限制，直到

没人提问发布会才结束，新闻发布会因此也被称为例行记者会。

中外记者在新闻发布会上所提出的问题，反映了媒体乃至公众对中国外交

相关问题的关注。外交部发言人在新闻发布会上对记者问题的回答，是以正式

和权威的方式阐述中国政府在相关问题上的立场和观点，发言人针对重大或敏

感事件的表态和对记者问题的回答，成为主要媒体报道中国政策的依据。因此，

外交部发言人在例行记者会上发布的新闻和答记者问的内容，既是外部世界了

解中国对外政策和中国外交的窗口，也是中国民众了解中国政府在国际问题上

立场观点和对外政策的重要渠道，因而也是研究中国对外政策的权威依据。

作为中国外交的积极支持者和热心观察者，我们在追踪和阅读中国外交部

发言人答记者问时注意到，近年来，外交部发言人越来越多地以 “我没有这方

面消息向你提供”、“目前我还不掌握相关情况”、“请向主管部门询问”、“我没

有得到这方面的消息”、“我目前没有消息可以发布”等类似的方式回答，这样

的回答无疑给外界造成了很多的困惑。以这样的方式回答问题，不少情况下可

能是出于外交工作的保密性要求，或是因为问题的敏感性有意回避或使用 “外

交语言”，如有些问题授权有限或问题太敏感，不允许发言人向记者提供更多的

情况或发表评论。另外，发言人也会有准备不到的问题，特别是刚刚发生的事

件，发言人上台之前来不及知道，导致发言人有时候不得不对外界说 “不知

道”，如 “我没有这方面的消息”、 “我也是刚从报纸上得知此事，还需核实”、

“我目前还没有什么细节可提供”、“我们会在适当时间发布”等。④

作为局外人，我们无从得知外交部发言人在回答记者提问时，哪些是不了

解相关信息、哪些是为了有意保密、又有哪些是 “外交语言”的运用，但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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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新闻司主要职责》，ｈｔｔｐ：／／ｗｗｗ．ｆｍｐｒｃ．ｇｏｖ．ｃｎ／ｗｅｂ／ｗｊｂ＿６７３０８５／ｚｚｊｇ＿６７３１８３／ｘｗｓ＿
６７４６８１／。

从２０１１年９月起，外交部例行记者会改为每个工作日一次。中国外交部同美国国务院一样，是
世界上仅有的每个工作日都举行例行记者会的两家外交部门。

钱其琛：《外交十记》，第４页。
邹建华：《外交部发言人揭秘》，第１４５—１４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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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的趋势是，这种不能提供信息的情况不断增加，俨然成为一种 “新常态”，①

这也是引发我们本项研究的直接原因。借用其他领域的概念，我们把外交部发

言人的这类回答所涉及问题视为外交部发言人所面临的 “信息盲区”，② 这种日

益 “常态化”的 “信息盲区”是否有明显的分布规律？这些特点是否能够反映

出中国外交发展的多元化趋势和特点？这是本文所关注的核心问题。

虽然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制度开始于１９８２年，但由于早期发言人所发布的新

闻或对记者提出问题的回答没有留下文字材料，或者说这些文字材料并没有公

开，我们无法进行更长时间范围的研究。令人欣喜的是，随着现代技术的发展，

外交部的信息发布工作更加制度化和透明化，从２０１０年３月４日开始，外交部

发言人发布的新闻和答记者问的材料都公布在外交部官方网页上。我们注意到，

网页上公布的内容与发言人现场发言时的内容有少量的变化，但网页上的文字

材料更准确和权威，是学术研究中比较系统的材料，可以作为可靠的研究依据。

通过对从２０１０年３月４日到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３１日外交部发言人答记者问的所有

材料进行分析，足以管窥中国外交多元化和分散化的特点。

三、外交部新闻发言人的 “信息盲区”及其议题分布

经过对２０１０年３月４日到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３１日这一期间所有外交部发言人答

记者问的统计和归类，我们发现，这个时期外交部发言人在回答记者提问时共

有４８２次不能提供信息或要提问的记者向其他有关部门询问，其中对有关香港、

两岸关系和西藏等问题的回答共出现２８次。鉴于这些问题的国内性质，中国外

交上一贯将国内问题和国际问题严格区分开来，对这些问题的不回答，本身就

是一种政治表态，因此本文的分析将这２８次排除在外。因此，从２０１０年３月４

日到２０１６年底，外交部发言人共有４５４次不能提供记者提问所要求的信息。

从纵向来看，外交部信息盲区的分布有明显的变化趋势：在２０１０年到２０１３

年间，出现信息盲区的次数曾呈下降趋势，２０１１—２０１２年间曾有小幅上升，但

变化不大，２０１３年降至最低水平。此后，从２０１３年开始，外交部的信息盲区

呈逐年递增的趋势，２０１６年则达到近年来的最高点，如图－１所示。同时，从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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Ｚｈａｎｇ　Ｑｉｎｇｍｉｎ，“Ｅｖｏｌｖｉｎｇ　Ｂｕｒｅａｕｃｒａｔｉｃ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ｍａｋｉｎｇ”，Ｔｈｅ　Ｋｏｒｅ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Ｖｏｌ．２７，Ｎｏ．４，２０１５，ｐ．４５３．

盲区本是指雷达、胃镜等探测不到的地方，在现实生活中常用来比喻触及不到或认识不清的方面
或领域。见阮智富、郭忠新主编：《现代汉语大词典》（下册），上海辞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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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来看，外交部所面临的信息盲区主要集中在经济、军事、朝鲜问题、首脑外

交、领事、边界与海洋事务、网络安全、中日关系、恐怖主义和国际热点问题

这十个领域，超过总量的８５％，有着明显的分布规律，如图－２所示。

图－１　２０１０—２０１６年外交部发言人信息盲区数量统计图

图－２　２０１０—２０１６年外交部发言人信息盲区分布比例图

（一）经济领域

外交部发言人信息盲区出现频率最高的是经济领域，共有１０３次，超过盲

区总量的五分之一。在经济领域内又主要集中在中国企业 “走出去”、商务和金

融这三个领域，分别出现过４０次、２９次和３４次。首先，在中国企业 “走出去”

领域的信息盲区包括中国企业在对外投资、中外企业项目合作等方面的内容。

比如说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２２日有记者提问：“出于保护环境考虑，阿根廷最高法院

昨晚暂停中国企业参与建设的２座水电站项目。中方是否了解有关项目情况？

是否认为中方企业受到阿方不公正对待？”外交部发言人对此表示，“对于你提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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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的这个具体问题，我不了解，但是我可以作个原则性回应。”２０１２年伊朗取

消与中国企业的水电大坝合同，记者分别于２０１２年５月３１日和６月４日两次

问到，但是外交部发言人都表示 “我不掌握相关情况，建议你询问有关公司”。

其次是有关商务领域的议题，共出现过２９次，包括中国对外双边经贸关

系、对外援助、经济合作等内容。比如，２０１０年９月１６日有记者问到，“美国

要求世贸组织调查中国对原产美国的进口取向性硅电钢征收反倾销税和反补贴

税，你对此有何回应？”，２０１５年１月２２日有记者问到，“美国商务部将对中国

的轮胎和太阳能产品征收高额反倾销关税。美方称中国的一些制造商得到了政

府不公正补贴。中方对此有何评论？”，以及２０１６年９月１４日有记者提问，“美

国指责中国政府向大麦、玉米等农作物提供了高于世界贸易组织 （ＷＴＯ）标准

的 ‘市场价格支持’，将针对中国 ‘不公平补贴’向 ＷＴＯ提起诉讼。你对此有

何评论？”，对于这些问题，外交部发言人的回答均为 “这个问题建议你向商务

部询问”或 “请向商务部进行了解”。

此外，涉及金融领域的议题共出现３４次，也是一个比较严重的盲区，主要

包括国家的货币政策、国际金融合作、财长和行长互访等内容。如２０１０年９月

９日，有记者提问，“日本政府近日称，中国购买日本国债刺激了日元升值，日

方将就此与中方沟通，请证实”，外交部发言人明确表示，“你的问题不属于我

们主管范畴。你可以向相关金融部门去了解具体情况。”２０１１年６月１６日，当

记者问到有关墨西哥央行行长卡斯滕斯的访华安排时，外交部发言人回答，“关

于卡斯滕斯行长访华具体情况，请向主管部门了解。”此外还有关于国际金融合

作的问题，２０１５年１１月５日，有记者问到，“中方正在与委内瑞拉就货币互换

进行谈判。你能否介绍有关情况，比如谈判已进行多久、核心问题是什么、是

否将在近期达成协议？”，而外交部发言人对此的回答却是，“中方重视和委内瑞

拉的友好合作关系，一直本着平等互利和合作共赢的原则，加强同委内瑞拉在

包括金融、经济等各领域合作。至于你提到的具体问题，需向有关部门了解。”

其中，外交部关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简称 “亚投行”）的信息盲区最为

典型。

设立亚投行的倡议是习近平主席在２０１３年１０月与印尼总统苏西洛会谈以

及出席ＡＰＥＣ工商领导人峰会时提出的，其主要宗旨是为了促进亚洲区域的建

设互联互通化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并且加强中国与其他亚洲国家和地区的合

作。中国的这一倡议得到了多个国家的响应，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亚投行意

向创始成员国数量就增加到５７个。２０１５年１２月２５日亚投行正式成立后，不断

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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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新的成员国加入。目前，亚投行共有８０个正式成员国，涵盖亚洲、大洋洲、

欧洲、北美洲、南美洲、非洲六个大洲，具有广泛的国际代表性。作为首个由

中国倡议成立并主导的多边金融机构，亚投行吸引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中

外记者多次向外交部询问亚投行的进展情况尤其是吸纳新成员等方面的问题，

但外交部发言人前后共６次回答 “不知情”，具体情况如表－１所示。

表－１　外交部发言人对亚投行问题的答问

时间 提问 回答

２０１４．１０．２３
印度将派代表团访华与中方就亚洲基础设施

投资银行进行磋商，你能否介绍有关情况？

印度代表团访华就亚洲基础设施

投资银行磋商具体情况，请你向
中５国财政部了解。

２０１５．３．３０
亚投行最新一轮谈判在塔吉克斯坦进行，你
能否介绍有关情况？

关于亚投行有关具体磋商情况，
请向财政部直接了解。

２０１５．３．３１
有报道称，朝鲜申请加入亚投行但被中方拒
绝，你能否证实？

关 于 第 一 个 问 题，我 不 了 解
情况。

２０１５．４．２
据报道，西班牙政府已申请加入亚投行。你
能否确认？

请向亚投行筹建多边临时秘书处

咨询。

２０１５．１２．３０

菲律宾政府３０日表示期待成为亚投行创始
成员国。中菲南海争议是否会影响菲获得亚
投行创始成员国资格？是否会影响亚投行在

涉菲项目上的资金使用？

我也是刚听说有关情况，还要进
一步核实。

２０１６．９．３０
９月３０日是申请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ＡＩＩＢ）的最后一天。据报道，很多国家已
经申请加入亚投行。你是否了解具体情况？

关于亚投行的最新情况，我目前
不掌握。我愿在了解之后向你
提供。

（二）军事领域

在我们研究的这个时间段内，外交部发言人共７０次以 “不了解相关的情

况”等类似方式，回答记者提出的涉及军事领域的问题，具体包括中国人民解

放军对外军事合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事活动两大类，其中，外交部发言人

共有２８次对涉及中国人民解放军对外合作的内容表示不能回答或无法提供信

息。近年来，中国人民解放军每年都参与双边和多边的联合军事演习，对于这

些演习的情况，外交部发言人多数不能提供信息，或指出可以向军方直接询问，

比如中美两军在云南举行联合实兵演练 （２０１６年１１月１７日）和中俄两国联合

军演 （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２１日）等。

还有一种情况是对于中外军事交往的问题，外交部发言人也多不能提供信

息。如关于中国与东盟防务与安全对话会 （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１５日）和美国太平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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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令部司令哈里斯访华 （２０１５年１１月２日）的问题。至少有些情况是真实的表

达，而非外交辞令的运用。如２０１５年１１月２日，有记者提出有关美国太平洋

司令部司令哈里斯访华的问题，外交部发言人回答说，“我不掌握情况，请向军

方了解。”但仅一天之后，有记者提问指出美军太平洋总司令哈里斯在北京大学

斯坦福中心的演讲内容，① 外交部发言人回答 “我注意到有关报道”。由此可见，

外交部对此确实是不知情，其获取信息的速度明显慢于媒体记者。

除军事合作外，外交部发言人有４２次对涉及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活动的问

题也表示不知情。例如 “辽宁舰”编队的动向 （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２７日）、中国在永

兴岛部署地对空导弹 （２０１６年２月１７日）、中国潜艇在日本附近海域的行动

（２０１５年１１月５日）、关于中国设立南海防空识别区 （２０１４年１２月２２日）、中

国派遣军机飞赴防空识别区 （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２９日）、中国军舰执行巡逻任务

（２０１０年９月２１日）等。在面对这些问题时，外交部发言人多次以 “请向军方

询问”、“建议你向中国国防部作进一步的了解”等方式回答。其中最有代表性

的案例是２０１６年发生的无人潜航器事件。

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１６日，美国国防部发表声明，声称此前一天中国海军在中国

南海捕获的一艘无人潜航器为美国所有，要求中国政府交还给美方。② １７日，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在回答记者问时称，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１５日下午，中国海军一艘

救生船在南海有关海域发现一具不明装置，经核查，该装置为美方无人潜航器。

同时表示，中方决定通过适当方式将其移交给美方。③ 后经双方友好协商，１２

月２０日中午中美在南海有关海域顺利完成美无人潜航器的移交工作。④ 在短短

数天内，记者多次就这个问题向外交部发言人提问，但外交部发言人多次不能

提供记者要求的信息，具体情况如表－２所示。

４３

①

②

③

④

“Ａｄｍｉｒａｌ　Ｈａｒｒｉｓ’Ｓｐｅｅｃｈ　ａｔ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Ｃｅｎｔｅｒ—Ｐｅｋ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Ｂｅｉｊ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Ｒｅｍａｒｋｓ　ａｓ　Ｄｅｌｉｖｅｒｅｄ
ｏｎ　３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５，ｈｔｔｐ：／／ｗｗｗ．ｐａｃｏｍ．ｍｉｌ／Ｍｅｄｉａ／Ｓｐｅｅｃｈｅｓ－Ｔｅｓｔｉｍｏｎｙ／Ａｒｔｉｃｌｅ／６２７１００／ａｄｍｉｒａｌ－ｈａｒｒｉｓ－
ｓｐｅｅｃｈ－ａｔ－ｓｔａｎｆｏｒｄ－ｃｅｎｔｅｒ－ｐｅｋｉ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ｂｅｉｊｉｎｇ－ｃｈｉｎａ／．

Ｕ．Ｓ．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Ｄｅｆｅｎｓｅ，“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ｅｉｚｅ　Ｕ．Ｓ．Ｎａｖｙ　Ｕｎｄｅｒｗａｔｅｒ　Ｄｒｏｎｅ　ｉｎ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Ｓｅａ”，ｈｔｔｐ：
／／ｗｗｗ．ｄｅｆｅｎｓｅ．ｇｏｖ／Ｎｅｗｓ／Ａｒｔｉｃｌｅ／Ａｒｔｉｃｌｅ／１０３２８２３／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ｅｉｚｅ－ｕｓ－ｎａｖｙ－ｕｎｄｅｒｗａｔｅｒ－ｄｒｏｎｅ－ｉｎ－ｓｏｕｔｈ － ｃｈｉｎａ－
ｓｅａ．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杨宇军答记 者 问》，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ｏｄ．ｇｏｖ．ｃｎ／ｉｎｆｏ／２０１６－１２／１７／ｃｏｎｔｅｎｔ＿
４７６７０７２．ｈｔｍ。

《中美 双 方 顺 利 移 交 无 人 潜 航 器》，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ｏｄ．ｇｏｖ．ｃｎ／ｔｏｐｎｅｗｓ／２０１６－１２／２０／ｃｏｎｔｅｎｔ＿
４７６７２９２．ｈｔ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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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外交部发言人关于无人潜航器问题的答问

时间 提问 回答

２０１６．１２．１９

美国国防部称事发时中美舰船有过沟通，
美国舰船告诉中方舰船潜航器是他们的，
但中国海军依然把潜航器拿走了。你认为
事情是这样的吗？

我希望我们国防部今天有发布会，
你们可以去详细地提问，他们能够
给你们权威答复。

２０１６．１２．１９ 你能否确认无人潜航器尚未归还美方？

我能告诉你的是，目前中美两军正
在就移交无人潜航器事宜保持着密

切沟通。相信这个问题会得到妥善
处理。

２０１６．１２．１９

关于中国捕获美国无人潜航器事件，中方
称与美方一直就此保持着沟通，并且会将
潜航器返还给美国。潜航器目前在谁手中？
中方将何时并将如何归还给美方？

关于这件事，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已
经回答了记者提问。目前，中美双
方正通过两军畅通渠道就这件事进

行妥善处理。

２０１６．１２．２０

中国国防部今天中午发表声明后，美国五
角大楼也发表声明称中方非法捕获了美无

人潜航器，并要求中方不要采取进一步行
动阻挠美方合法行为。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我还没有看到你提到的美国国防部

的声明。

２０１６．１２．２０
中方已向美方归还了无人潜航器，归还地
点具体在哪里？是以高调还是低调方式归

还？中方是否拆解并研究过该潜航器？

今天中午，中国国防部新闻局已经
发布了消息。中美双方经过友好协
商，于１２月２０日也就是今天中
午，在南海有关海域顺利完成美国
无人潜航器的移交工作。至于有关
细节，我不了解。你如关心，不妨
直接询问国防部新闻局。

（三）中朝关系与朝鲜核问题

从２０１０年３月到２０１６年１２月，外交部发言人前后共有４９次对记者提出

的涉及朝鲜的问题表示不知情，超过盲区的１０％。这些问题主要集中在两个领

域，一是涉及中朝高层官员互访，有１４次，二是与朝鲜发展核武器或核试验相

关，共１３次。

在被问及有关中朝高层官员互访的问题时，外交部发言人在表示不知情的

情况下，同时也表明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 （简称 “中联部”）是主管部门，要记

者向中联部询问。比如在２０１０年３月４日，有记者问 “朝鲜劳动党中央国际部

部长金永日是否回国了”，外交部发言人在回答时明确表示，“关于金永日国际

部长是否已回国，他此访的中方接待单位是中联部，你可以向他们提出这个问

题。”此后，还有记者多次问到两国高层官员访问的消息，如在２０１０年１１月３０

日有记者询问，“中方是否计划派戴秉国国务委员或中联部王家瑞部长作为特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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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朝”，２０１４年５月２６日有记者问到，“有无中国官员与朝鲜外务省副相李勇浩

在北京会面”，２０１５年６月１８日有记者说， “在北京机场看到了朝鲜外相李洙

墉，中方是否了解以及是否会与其会见”，２０１６年５月３１日有记者提出，“能否

证实朝鲜前外相李洙墉正在北京访问”，对此外交部均表示，“我不了解，没有

消息向你提供”，“目前没有可发布的消息”或 “请关注有关部门发布的消息”。

有关朝鲜发展核试验情况的问题也是一个重要的盲区。从２００６年到２０１６

年，朝鲜进行了五次核试验，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联合国安理会都通

过决议对朝鲜核试验进行谴责，并根据相关决议对朝鲜进行了制裁。中国外交

部发言人也都在朝鲜核试验后及时表明了中方的立场，对朝鲜不顾国际社会的

反对一意进行核试验进行了谴责。中国在朝鲜问题上的立场是明确的，但记者

向外交部提出朝鲜是否将要进行核试验的问题，以及外交部发言人有１３次表示

不掌握实际情况的回答，都具有重要的政治含义。限于篇幅，本文只选取部分

内容，如表－３所示。

表－３　外交部发言人关于朝鲜核问题的答问

时间 提问 回答

２０１１．２．１７
据报道，朝鲜第二座导弹发射设施已经完成，朝
鲜可能将试射远程导弹。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我没有得到这方面的消息。

２０１３．１．１４
据韩国 《中央日报》报道，日前韩国政府人士称，
朝鲜方面已通知中方，朝方拟于１３日至２０日间
进行核试验。请证实。

我们不了解有关情况。

２０１５．４．２３
第一，据报道，中国核专家在与美方专家会见时
称，预计朝鲜拥有的核武器数量超过以往。你能
否确认？

关于第一个问题，我不了
解具体情况。

２０１６．６．２１
据报道，朝鲜在东海岸部署了中程弹道导弹并出
现准备发射迹象。中方掌握有关情况吗？

我不掌握情况。

２０１６．９．９
中方是否在此次核试前夕收到任何朝方关于此次

核试的预警或其他信息？是否与朝方进行了沟通？
我没有这方面的信息可以

提供。

（四）首脑外交

首脑外交指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或国家对外政策最高决策人直接参与双边

或多边会谈，包括首脑会晤、通信通话、首脑访问等形式，已成为当代外交的

主要形式之一。如本文第一部分所列数据表明，首脑外交已经成为中国外交的

主要形式。同时，前文提到近年来中国国家元首出访频率之高、在外交舞台上

之活跃程度，把中国首脑外交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这只是首脑外交的一个方

面。作为对这些访问的回访，外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到中国访问的人数也不

断增加。２０１３年来华访问的外国领导人共有５１位，２０１４年达到了６５位，２０１５

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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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则突破了７０位。其中，主场外交是近年来中国外交一大亮点，比如２０１５年

的 “９·３”阅兵共有３０位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参加，２０１６年的二十国集团领

导人杭州峰会是近年来我国主办的级别最高、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国际峰会，

不仅包括二十国集团成员的领导人，还有８个嘉宾国领导人以及７个国际组织

负责人与会。２０１７年的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

国首倡主办的层级最高、规模最大的主场外交活动，共有２９位外国元首和政府

首脑以及英、法、德、美政府代表，联合国、世界银行等８０多个国际组织负责

人和各界代表出席论坛，与会领导人充分利用这些场合开展首脑外交。引人关

注的是，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和俄罗斯联邦总统办公厅主任在２０１４年建立了交

往合作机制，并保持年度互访，开辟了中俄合作交往的一个新渠道，被媒体广

泛称为 “办公厅外交”。①

外交部近二十项职能中高居第一条的是，“承办党和国家领导人与外国领导

人的外交往来事务”，说明首脑外交在外交部工作中的重要性。② 其中外交部礼

宾司的主要职责之一就是 “承担国家对外礼仪和典礼事务，组织协调国家重要

外事活动礼宾事宜”。③ 在本文所关注的时间范围内，外交部在回答有关首脑外

交议题的问题时，有３４次表示不掌握情况。涉及最多的是领导人互访的消息，

共有１３次涉及中国领导人出国访问，其中关于２０１０年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

访问印度的情况和２０１５年国家主席习近平出访巴基斯坦的情况被多次问及，外

交部都不能提供应有的信息。

２０１０年，记者先后于１０月２６日、１１月４日、１１月１８日三次问到有关国

务院总理温家宝访问印度的消息，包括是否会于年底访问印度、与哪些印度领

导人会见以及具体的访问日程，外交部发言人均表示 “目前我还没有这方面的

消息。”当年１２月５日，温家宝总理开始对印度进行正式访问。在２０１４—２０１５

年，有媒体记者前后五次问到有关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巴基斯坦的消息，外交

部也同样表示不知情，如表－４所示。其中，２０１４年９月前后有两次被问到，但

由于巴基斯坦当时的国内政治形势，习近平主席原定的访问行程被推迟。④ 在

２０１５年外交部发言人则有三次被问到，但均表示 “不掌握这方面信息”。此后

７３

①

②

③

④

胡晓光：《中俄 “办公厅外交”独一无二，体现高度互信》，《国际先驱导报》，２０１６年４月５日。
《中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外 交 部 主 要 职 责》，ｈｔｔｐ：／／ｗｗｗ．ｆｍｐｒｃ．ｇｏｖ．ｃｎ／ｗｅｂ／ｗｊｂ＿６７３０８５／ｚｙｚｚ＿

６７３０８７／。
《外交部礼宾司主要职责》，ｈｔｔｐ：／／ｗｗｗ．ｆｍｐｒｃ．ｇｏｖ．ｃｎ／ｗｅｂ／ｗｊｂ＿６７３０８５／ｚｚｊｇ＿６７３１８３／ｌｂｓ＿

６７４６８５／。
《外交部发言人秦刚就习近平主席推迟访问巴基斯坦答记者问》，ｈｔｔｐ：／／ｗｗｗ．ｆｍｐｒｃ．ｇｏｖ．ｃｎ／ｗｅｂ／

ｆｙｒｂｔ＿６７３０２１／ｄｈｄｗ＿６７３０２７／ｔ１１８８８６４．ｓ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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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国家主席习近平于４月２０日至２１日对巴基斯坦进行了为期两天的国事

访问。①

表－４　外交部发言人关于国家领导人出访问题的答问

时间 提问 回答

２０１４．９．３
有报道称，鉴于当前巴基斯坦局势不太
稳定，中方可能调整习近平主席近期访
巴计划。中方对此有何回应？

中国和巴基斯坦的关系非常好，两国
之间一直保持着密切的高层交往。关
于报道中提到的习近平主席访问巴基

斯坦的有关情况，我目前没有可以向
你提供的信息。

２０１４．９．１２
习近平主席即将开始对南亚的访问，能
否介绍此访日程、议题等具体细节？

关于具体日程，目前我没有更多细节
可以透露。

２０１５．２．４
据巴基斯坦媒体报道，巴基斯坦邀请习
近平主席出席巴国庆阅兵仪式。请证实。

我目前不掌握这方面信息。

２０１５．４．７
据外媒报道，习近平主席将于近期访问
巴基斯坦，中方能否证实？

中巴是友好邻邦，也是全天候伙伴。
习近平主席期待尽快访问巴基斯坦，
双方正就此保持密切沟通。我们会适
时发布有关消息。

２０１５．４．１５
第一，习近平主席将访问巴基斯坦，请
介绍具体情况。

关于第一个问题，我目前没有相关的
信息发布。

此外，还有９次是双方首脑会晤的消息，其中最多的是中日首脑会谈，共

有７次。２０１０年９月７日，两艘日本巡逻船在相关海域先后冲撞中国渔船，随

后日方非法扣押中国渔船并非法抓扣中国船长和船员。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当天

表示，中方对这起事件表示严重关切，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② 对此，中外记

者多次问到中日领导人是否会利用国际场合进行会晤，但外交部发言人却一直

表示没有相关消息提供。不过仅在两天后，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与日本首相菅

直人于１１月１３日在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十八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进行了

会晤，这是自９月７日发生钓鱼岛撞船事件以来，胡锦涛与菅直人的首次

会晤。③

８３

①

②

③

《习近平访巴之行：情义无价，共赢有方》，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ｗｏｒｌｄ／２０１５－０４／２４／ｃ＿
１２７７３０６８２．ｈｔｍ。

２０１０年９月７日，两艘日本巡逻船在相关海域先后冲撞中国渔船，随后日方非法扣押中国渔船
并抓扣中国船长和船员。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姜瑜当天表示，中方对这起事件表示严重关切，已向日方提
出严正交涉。参见 《日本巡逻船在钓鱼岛附近冲撞中国渔船》，ｈｔｔｐ：／／ｗｏｒｌｄ．ｈｕａｎｑｉｕ．ｃｏｍ／ｒｏｌｌ／２０１０－０９／
１０８１９７１．ｈｔｍｌ。

《中日钓鱼岛撞船事件后胡锦涛菅直人首次会晤》，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ｑｑ．ｃｏｍ／ａ／２０１０１１１４／０００１０９．ｈｔ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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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的情况还发生在２０１５年，从有些情况来看，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并非使

用外交语言而是真正的不了解。如２０１５年４月２２日有记者提问，“日方希望习

近平主席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印尼出席亚非领导人会议期间举行会晤，中方

是否也期待此次会晤？双方将讨论哪些议题？”，外交部发言人的回答是，“目前

我没有这方面的信息向你提供”。① 但实际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当天下午应

约会见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就中日关系交换意见。② 这个案例显示，外交部有时

候的确不掌握相关情况，而不是外交辞令。作为负责具体承办首脑外交的部门，

外交部对重要的首脑外交活动不了解情况的确让人困惑，说明其在履行自身的

首要职能方面存在着机制上的问题。

（五）领事保护

领事保护工作是外交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负责领事工作也是外交部的主

要职责之一，具体包括 “负责海外侨务工作”、“负责领事保护和协助工作，协

调有关部门、地方政府并指导驻外外交机构处理领事保护和协助案件，发布领

事保护和协助的预警信息”，“负责协调处置境外涉我突发事件，保护境外中国

公民和机构的合法权益，参与处置境内涉外突发事件”等。③ 为落实领事保护与

协助工作，外交部内设有领事司专门负责，其具体职责包括 “办理和参与外国

人在中国境内发生的有关案件的相关对外交涉”、“承担海外侨务工作”、“承担

领事保护和协助工作”等。④

随着近年来中国出国人数的不断增加，外交部在领事保护方面做了很多工

作。有关中国公民海外安全的案件频发，外交部在海外公民安全领域面临的信

息盲区也日益扩大。在我们研究的这个时期内，外交部发言人在回答记者提出

的涉及领事业务的问题时，共有３４次表示不能或没法提供任何信息，其中最突

出的是中国公民在海外的安全问题，共出现１５次，限于篇幅，这里只选取部分

内容，如表－５所示。

９３

①

②

③

④

《２０１５年４月２２日外交部发言人洪磊主持例行记者会》，ｈｔｔｐ：／／ｗｗｗ．ｆｍｐｒｃ．ｇｏｖ．ｃｎ／ｗｅｂ／ｆｙｒｂｔ＿
６７３０２１／ｊｚｈｓｌ＿６７３０２５／ｔ１２５６９０５．ｓｈｔｍｌ。

《习 近 平 会 见 日 本 首 相 安 倍 晋 三 》，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２０１５－０４／２２／ｃ ＿
１１１５０５７８８９．ｈｔｍ。

《中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外 交 部 主 要 职 责》，ｈｔｔｐ：／／ｗｗｗ．ｆｍｐｒｃ．ｇｏｖ．ｃｎ／ｗｅｂ／ｗｊｂ＿６７３０８５／ｚｙｚｚ＿
６７３０８７／。

《外交部领事司主要职责》，ｈｔｔｐ：／／ｗｗｗ．ｆｍｐｒｃ．ｇｏｖ．ｃｎ／ｗｅｂ／ｗｊｂ＿６７３０８５／ｚｚｊｇ＿６７３１８３／ｌｓｓ＿
６７４６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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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外交部发言人关于领事问题的答问

日期 提问 回答

２０１０．４．２７
罗马尼亚华人市场近日遭到强拆，中方
对此有何回应？

关于第一个问题，我们还在核实有
关情况。我们要求罗方切实保障中
国公民的合法权益，妥善处理有关
问题。

２０１０．６．２９
有１９名中国船员在一艘新加坡货轮上被
索马里海盗劫持，请您介绍一下具体情
况。目前营救情况如何？

我们对这个消息表示关注，正在设
法了解有关情况，并开展营救工作。

２０１２．１０．１７
据报道，近日西班牙警方以涉嫌犯罪为
由逮捕了一些中国人。中方对此有何
评论？

中方注意到有关报道，正在进一步
了解核实有关情况。中国政府一贯
要求在海外的中国公民遵守当地法

律，同时也希望驻在国政府依法办
事，切实保障中国公民的合法权益。

２０１４．５．６
第一，据悉，一名中国男子６日在马来
西亚被绑架。中方能否提供最新消息？

关于第一个问题，我们刚刚获悉有
关消息，正在抓紧核实了解。

２０１４．９．２６
目前在南苏丹有多少中国人？中方将向

南苏丹增派多少维和人员？此举是否与

保护中国在南苏丹的石油投资有关？

中国在南苏丹有维和人员，也有使
馆人员，还有一些中资机构和华人
华侨。我目前尚不掌握确切人数。

２０１５．５．２０

美国联邦检察官以 “经济间谍罪”起诉６
名中国公民。你对此有何评论？另外，
如果美方要求中方配合调查此案，将在
国内的有关人员送至美国审判，中方将
如何回应？

中国政府对有关事态严重关切，正
进一步了解有关情况。中国政府将
会确保中国公民在中美人员交往中

的正当权益不受损害。

２０１５．１０．０９

有报道称，坦桑尼亚一家法院起诉一名
中国女子涉嫌贩卖象牙，此前也有报道
称该法院审判了另一名涉嫌走私象牙的

中国女子。你能否证实？中方对中国公
民涉嫌在非洲参与走私象牙活动有何

评论？

对于你提到的两个具体案件，我不
了解情况。

２０１６．６．８
有报道称，一架从开罗飞往北京的飞机
在乌兹别克斯坦迫降。你能否证实？能
否提供机上中国乘客信息？

我们注意到有关消息，目前正在了
解情况。

限于篇幅，我们仅就经济、军事、朝鲜问题、领事和首脑外交这五大领域

面临严重的信息盲区进行了单独梳理。除了这五个领域的信息盲区外，外交部

在边界与海洋事务、网络安全、中日关系、恐怖主义以及国际热点问题这五个

方面也存在着信息盲区，分别出现了３０次、２１次、２０次、１７次、１５次，这五

个方面的信息盲区虽然相对数量较少，但也值得我们关注。外交部发言人对有

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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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中国与周边国家领土与海洋事务的此类回答共出现３０次，出现次数最多的是

海洋事务，主要包括南海问题 （１１次）、海洋权益争端 （１１次），陆地边界问题

共出现８次，包括中印边界问题和中缅边境冲突。

近些年网络安全事件频频发生，网络安全日益成为国际关系中的一个重要

议题。与此同时，当媒体记者多次问到有关网络安全方面的问题时，外交部发

言人多次回答不知情，此类回答前后共出现了２１次，主要包括互联网管理、黑

客攻击等内容。比如有关美国互联网运营商谷歌公司的消息共出现过三次，分

别是在２０１０年６月２９日、２０１０年７月１日以及２０１４年１２月２９日，涉及谷歌

在华年审、Ｇｍａｉｌ邮件系统在中国无法使用等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中日关系问题也是近年来外交部发言人面临的盲区，共有

２０次被记者问到相关内容时表示不知情，并且在２０１２年达到峰值，共出现７
次，这主要是由于钓鱼岛问题而引发中日关系全面恶化造成的。２０１２年９月１１

日，日本政府决定从２０１２年度的预备费中拨出２０．５亿日元，“购买”钓鱼岛及

其附属岛屿的三个岛屿，将其 “国有化”，从而引发中日关系全面迅速恶化，因

此，外交部无法在第一时间有效获取多个方面的信息，比如中日绿色博览会被

取消 （２０１２年９月１９日）、中方延迟了日本货物的通关时间 （２０１２年９月２１

日）、中国加大对涉日进出口货物的检查力度 （２０１２年９月２４日）、中国四大国

有银行行长将不出席在东京举行的ＩＭＦ年会 （２０１２年１０月９日）等。

恐怖主义并不是近几年才有的，但中国在当前所面临的恐怖主义威胁业已

成为安全领域的一个重要议题。有关恐怖主义的信息一共出现了１７次，其中，

２０１０—２０１３年期间出现的次数较少，但近三年来一直居高不下，成为外交部严

重的信息盲区之一。时事政治领域是外交部面临的又一信息盲区，当记者多次

针对当时发生的国际热点问题提问时，外交部发言人却并不能够掌握最新的进

展情况，如利比亚问题 （２０１１年）、叙利亚冲突 （２０１２年）、斯诺登事件 （２０１３

年）、埃博拉疫情 （２０１４年）等。

四、外交部新闻发言人信息盲区的特点和含义

外交部新闻发布会上的记者提问没有限制，记者可以提出任何与中国外交

有关的问题。从２０１０年至今，外交部已举办了上千次例行记者会，绝大多数情

况下发言人都能给出明确的回答，说明外交部新闻发布工作是卓有成效的，这

个制度是受欢迎的，肯定这一点是本文研究的前提。所谓的 “盲区”只是其中

很小一部分，不能因此否定外交部在信息公开化方面的卓越成就，更不是对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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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发布制度或外交部新闻司工作的否定。作为研究者，我们对这些盲区的关注

只是为了看出外交工作发展的趋势，特别是分散化的趋势，以便更好地改进这

方面的工作。

在外交部新闻发言人答记者问过程中，出现信息盲区的领域涵盖了经济、

金融、军事、朝鲜问题、首脑外交以及领事保护等十个领域，上文对主要领域

的盲区分布总体数量进行了梳理。但是，如果从增长速度的角度来看，如图－３
所示，经济领域一直是外交部新闻发言人答记者问时的最大盲区，增长也比较

快，但是增长最快的盲区是军事领域，第二位是朝鲜问题，第三是领事领域的

问题，第四是经济领域的问题，第五是首脑外交，如图－３所示。虽然军事领域

的信息盲区的总数量并没有经济领域的多，但如果按照现在的增长势头，军事

领域盲区的数量将很快超过经济领域，说明军事领域将是中国外交未来扩展的

最为重要的一个领域。

如果从盲区的性质来看，这些盲区的分布总体上可以分为两种情况，分别

代表了外交制度面临的两种挑战：一种是外交议题向其他领域扩展所产生的问

题。这些议题本不属于外交部业务范围内的事，因而出现了一些盲区。另一类

情况是原本属于外交部工作或职责范围内的事，但是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一

些新趋势、新情况对中国外交部职能构成了挑战。两类情况具有不同性质的含

义，也需要采取不同的方式予以应对。

图－３　外交部主要信息盲区变化趋势图

第一类挑战是协调方面的挑战，体现在经济、金融、军事外交和党的对外

关系等领域。这些领域的问题原来就不属于外交部业务范畴之内，但是由于各

种各样的原因，这些领域的议题在中国对外关系中的地位不断上升，成为近年

来媒体关注的焦点。记者就这些问题提问，标志着这些领域是中国外交近年来

扩散的主要领域。具体来说，经济和军事这两个重要的领域是外交扩散的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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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其中经济领域的经贸合作等问题是存在已久的老问题，因此盲区数量比

较大，金融领域的盲区属于最新扩散的领域。至于军事领域的情况，其既有属

于旧问题的内容，但也有新的含义。朝鲜问题的情况则反映了当今中国外交的

某种特殊性。

经济领域的问题是一个长期和普遍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处

理对外关系方面，确立了与许多国家类似的制度，即分别设立负责对外政治事

务的机构和负责对外经济事务的机构，前者主要是外交部和中共中央对外联络

部，后者最初包括国家经贸委和对外经济和贸易部，现在主要是商务部与国家

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当前，中国外交部有２９个内设机构，中联部有１６个内设

机构，商务部共有３１个内设机构。它们在职责范围上各有分工，具体工作内容

也有所不同。外交部的职能主要在国家关系的政治领域，中联部主要职责在党

的对外关系方面，商务部具体负责 “建立多双边政府间经济和贸易联系机制并

组织相关工作”、“承担与进出口公平贸易相关工作的责任”、“负责对外经济合

作工作”等业务。① 发改委也下设国际合作司，具体负责 “组织协调推进 ‘一带

一路’建设相关国际合作项目”、 “协调推进经济技术合作和重大涉外项目实

施”、“参与重大经济外交活动的组织协调和成果落实”等工作。②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交的任务发生了转变，即中国外交要为国内经济建

设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特别是周边环境，简称外交要为经济建设服务，经济

要素或经济业务在中国整体外交布局中的地位和重要性日益突出。近年来，随

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化和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中国除了积极参与具有经济性

质的多边合作机制，如亚太经合组织、二十国集团、金砖国家首脑会晤机制外，

还提出了一系列的国际经济合作倡议，包括 “一带一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

行、金砖国家银行以及中国与中东欧合作机制。国际经济合作从经贸领域扩展

到金融领域是合作进一步深化的结果和标志，而金融领域的国际合作则属于财

政部、中国人民银行等部门的业务和职责范围。财政部下属的国际经济关系司、

国际财金合作司具体负责金融领域的国际经济合作，包括 “代表我国政府参加

有关的国际财经组织，开展财经领域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承担双边财经对话

以及多边经济机制和论坛的协调与磋商工作”。③ 中国人民银行国际司的职责主

要是 “承办中国人民银行与国际金融组织及各国中央银行等金融组织的官方联

３４

①

②

③

《商务部主要职责》，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ｏｆｃｏｍ．ｇｏｖ．ｃｎ／ｍｏｆｃｏｍ／ｚｈｉｚｅ．ｓｈｔｍｌ。
《国家发改委国际合作司具体职责》，ｈｔｔｐ：／／ｗｓｓ．ｎｄｒｃ．ｇｏｖ．ｃｎ／ｊｇｓｚ／。
《财政部国际经济关系司》，ｈｔｔｐ：／／ｗｊｂ．ｍｏｆ．ｇｏｖ．ｃｎ／； 《财政部国际财金合作司》，ｈｔｔｐ：／／

ｇｊｓ．ｍｏｆ．ｇｏｖ．ｃ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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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和业务往来工作”。① 这个领域是中国外交新近扩散的重点区域。

在许多涉外经济问题上，商务部是主角，外交部需要配合。在国际金融合

作方面，财政部是主角，外交部也是配角。外交部既不负责这些领域的问题，

从职业传统来看也没有这方面的专业技术和知识。因此，外交部发言人不能回

答记者提出的涉及这些领域的问题，是部门分工差异的结果。笼统地说，为国

内经济建设创造良好的周边环境是一回事，如何做到服务经济工作则是对外交

部的一个挑战。如果认为这些领域的问题不是外交部主管业务范围内的事，可

以不了解、不回答，把问题 “推回”到其他相关部门，则难以适应当前中国外

交全方位和分散化的发展态势。

军事领域的盲区有两种情况，含义各有不同。一是对于军队在对外关系或

被称为军事外交领域的信息盲区，另一类则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涉外军事活动

方面的盲区。前一类情况与经贸和金融领域的问题具有同质性。自１９９８年的

《国防白皮书》使用 “军事外交”这个术语后，军事外交就成为中国外交的重要

方面，广义上的军事外交可以包括一切涉及国家安全和军队的外交活动，而狭

义的军事外交则专指国防机关和武装部队承办或参与的涉外事务。② 截止到

２０１２年，中国已与１５０多个国家建立了军事关系，在１０９个国家设立了武官

处，有９８个国家在中国设立武官处。③ 同时根据２０１３年公布的 《中国武装力量

的多样化运用》白皮书，自２００２年以来，中国人民解放军与３１个国家举行了

２８次联合演习、３４次联合训练。④ 涉及军事领域的问题一般由军方负责，因此，

针对相关军事议题的问题就容易成为外交部发言人的信息盲区，并且在近几年

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本质上看，这种情况与经贸领域面临的情况是一样的，

需要外交部和负责军事外交事务的部门之间加强协调。

第二类军事领域盲区既反映了对外关系中的协调性问题，也提出了军队在

国家政治和对外关系中地位的敏感问题。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的一支人民力量，是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担负着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

整的重要任务。它与政府机构平行，有完善的机构和独立于政府之外的工作程

序，与作为政府一个部门的外交部之间并没有公开或明确的协商机构，两者之

间缺乏协调所产生的影响已经引起国外中国观察家的关注，⑤ 以致有观点认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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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银行国际司简介》，ｈｔｔｐ：／／ｗｗｗ．ｐｂｃ．ｇｏｖ．ｃｎ／ｇｏｕｊｉｓｉ／１４４４４９／１４４４４７／ｉｎｄｅｘ．ｈｔｍｌ。
杨松河：《军事外交概论》，军事谊文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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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解放军是一个有着自己 “组织利益”的 “利益团体”，① 它 “不再避讳那些通

过炫耀武力而挑衅周边国家和美国的行为”，② 是中国 “一系列强硬和对抗措施

背后主要的或者是唯一的推动者”。③ 这类在西方比较流行的看法，是对处于党

的绝对领导之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性质和职能的误解，但的确也反映了国际上

对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对外事务中所发挥新作用的兴趣，甚至是担忧。

在中国国际影响有限的时候，中国人民解放军并没有持续和频繁地参与对

外事务，其国际影响也是有限的，它的日常标准操作程序也许并不需要把国际

影响和国际上的反应考虑在内。随着中国军队实力的增强，以前并不会产生多

大国际影响的一些举动如今则会产生巨大的国际反响，引起一些误解。④ 例如，

中国空军用导弹摧毁一颗过期的卫星， “歼－２０”首飞，国防部公布东海防空识

别区，日本指责中国用火控雷达锁定日本军舰以及据传中国军火公司在卡扎菲

下台前试图向利比亚政府出售武器，都曾经在西方引起热议，引起国际社会对

中国军方在中国对外政策中作用的关注。⑤ 外交部发言人在这些领域的盲区，表

明军方和外交部门在这些领域存在沟通不畅的情况，但更为重要的是，涉及军

队在国家对外关系和国家战略中的地位问题。在所有国家对外关系的研究中，

军事和外交或军队与文官之间的关系始终是一个敏感的问题，历史上主要大国

在崛起过程中都曾面临军队和文官之间即人们熟知的鹰派和鸽派之间的分歧，

如果不能很好地相互协调，对中国对外关系的发展乃至对中国未来的道路选择

都有不同的含义。

此外，外交部发言人答记者问在中朝关系上的盲点，反映了中国对外关系

的一个特色和一个难点。一个特色是，中朝关系既是一种国家之间的关系，也

是两国执政党之间的党际关系。新中国成立初期，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

多数是社会主义国家，党的关系和国家之间的关系是一体的。改革开放后，中

国共产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提出在对外关系中将党的关系与国家关系分开，国

家之间的关系主要是外交关系，党的关系则按照相似而不同的原则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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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ｉｃｈａｅｌ　Ｄ．Ｓｗａｉｎｅ，“Ｃｈｉｎａ’ｓ　Ａｓｓｅｒｔｉｖｅ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Ｐａｒｔ　Ｔｈｒｅｅ：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ｔｈｅ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ｉ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

ｃｙ”，Ｃｈｉｎａ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Ｍｏｎｉｔｏｒ，Ｎｏ．３６，２０１２，ｐ．１．
Ｓｕｎ　Ｙｕ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Ｍａｋｉｎｇ：Ｐｒｏｃｅｓｓ　ａｎｄ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ＣＮＡＰＳ　Ｖｉｓｉｔｉｎｇ　Ｆｅｌ－

ｌｏｗ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Ｔｈｅ　Ｂｒｏｏｋｉｎｇ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Ｍａｙ　６，２０１３，ｐ．１８．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Ｄ．Ｓｗａｉｎｅ，“Ｃｈｉｎａ’ｓ　Ａｓｓｅｒｔｉｖｅ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Ｐａｒｔ　Ｔｈｒｅｅ：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ｔｈｅ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ｉ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

ｃｙ”；Ｙｏｕ　Ｊｉ，“Ｔｈｅ　ＰＬＡ　ａｎｄ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Ｕｎｒａｖｅｌｉｎｇ　Ｍｙｔｈｓ　ａｂｏｕｔ　ｔｈｅ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Ｒｏｌｅ　ｉ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Ｍａｋｉｎｇ”，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Ｃｈｉｎａ，Ｖｏｌ．２３，Ｉｓｓｕｅ　８６，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３，ｐｐ．２３６－２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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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由于中朝双方在国际上的地位和面临的环境不同，两国之间的国

家关系出现 “不正常”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分别在两国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和

朝鲜劳动党之间的关系成为维系两国关系的重要纽带。２０１０年以来，连续两任

中国驻朝鲜大使分别是曾经担任中共中央联络部副部长的刘洪才 （２０１０—２０１５）

和李进军 （２０１５年至今）。① 中朝高层官员之间的往来也多由中联部来负责，因

此两国领导人的互访事宜均由中联部安排，外交部发言人不能提供相关信息非

常容易理解。

但是，中朝关系上的第二类信息盲区，即发言人在朝鲜核问题上的盲区则

反映了中朝两国国家地位、面临的国际环境、在一些问题上的立场和政策之间

的分歧及中朝关系的困难。朝鲜逆历史潮流，坚持发展核武器，遭到包括中国

在内的国际社会的一致反对。国际上有不少人认为，北京是国际社会通向平壤

的唯一通道，中国是唯一能影响朝鲜的国家，因此希望中国对朝鲜施加压力，

迫使朝鲜放弃核武器，甚至有人认为朝鲜成功试验核武器是中国外交的 “责任”

或 “失败”。② 媒体不断就这个问题向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提出问题，反映了他们

希望从中国了解朝鲜发展核武器的状况，其中也含有某种对中国的期待。

中方坚持不懈地履行自己的责任，努力斡旋，并根据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

参加了对朝鲜核导活动的制裁，但是，外交部发言人对这些问题的 “不了解”，

从一个侧面反映出 “中国在督促美国和朝鲜承担起应尽责任的问题上缺乏强制

力。中国不掌握解决朝核问题的钥匙，在说服朝方停止核项目上也缺乏关键筹

码”。③ 从更深层次来看，朝鲜发展核武器，中国坚决反对朝鲜发展核武器，双

方关系已经处于对立状态，正常的沟通似乎已经不复存在。新中国成立以来，

朝鲜曾经是中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访问最多的两个国家之一，但２０１１年以

来，两国领导人之间再也没有实现互访。

第二类挑战涉及外交部职能转型，具体表现为外交部发言人在首脑外交和

领事保护方面的盲区。外交部发言人在首脑外交方面信息盲区的增加是在这样

一种背景下发生的：一是近年来首脑外交在国际舞台上日益活跃；二是媒体对

首脑外交高度关注；三是这些盲区并不是偶然的、一时的，而是制度化的，并

６４

①

②

③

《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历任大使》，ｈｔｔｐ：／／ｋｐ．ｃｈｉｎａ－ｅｍｂａｓｓｙ．ｏｒｇ／ｃｈｎ／ｄｓｈｄ／ｌｒｄｓ／。
有关这方面的观点可见：Ｚｈｕ　Ｆｅｎｇ，“Ｃｈｉｎａ’ｓ　Ｎｏｒｔｈ　Ｋｏｒｅａｎ　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Ｈｏｗ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Ｃａｎ　Ｇｅｔ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ｔｏ　Ｒｅｉｎ　ｉｎ　Ｐｙｏｎｇｙａｎｇ”，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Ｊｕｌｙ　１１，２０１７；Ｏｍａｒ　Ｓ．Ｂａｓｈｉｒ　ａｎｄ　Ｌｏｕｉｓ　Ｔ．Ｌａｖｅｒｏｎｅ，“Ｔｈｅ
Ｗｒｏｎｇ　Ｗａｙ　ｔｏ　Ｃｏｅｒｃｅ　Ｃｈｉｎａ，Ｔｒｕｍｐ’ｓ　Ｍｉｓ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Ｓａｎｃ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１３，
２０１７。

《傅莹撰文：朝核问题的历史演进与前景展望》，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ｎｅｗｓ．ｃｏｍ／ｇｊ／２０１７／０５－０１／
８２１３２０７．ｓ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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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呈现上升的趋势。考虑到承办首脑外交是外交部的第一职能，因而这是一个

值得高度关注的现象，如果借鉴其他国家在这方面的经验和教训，这些盲区所

反映的问题尤其需要认真对待。

在国际关系史上，具体负责落实对外政策的外交部门被架空或被绕过的情

况并不罕见。如在美国对外关系史上，尼克松和卡特政府都曾绕过国务院，或

者在国务院不知情时做出重大对外决策或处理重大对外事务，并曾一度造成外

交制度的混乱。因为制度化和机制化是现代政府制度发展的趋势，而且外交部

在处理国家间关系中的地位是得到 《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和国际习惯所确认

的，也被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制度所内化。任何超越制度化的做法都会造成

内部对外政策制定过程的混乱，对外发出不同的声音。这方面尤其需要加强协

调，明确职责，保证政府制度的有序运作。

此外，领事保护是外交部的职责之一。外交部在领事保护的制度建设上不

断完善机制，增加人员和投入。据统计，外交部近年来处理的领事保护案件①与

领事协助案件②从２０１０年的３万起激增到２０１５年的８万多起。５年来，中国成

功组织９次海外公民撤离行动，处理１００多起中国公民在境外遭遇绑架或袭击

案件，受理各类领事保护救助案件近３０万起。③ ２０１６年，外交部和驻外使领馆

会同各有关部门处置领事保护与协助案件更是达到了惊人的１０万余起，平均每

五六分钟就有一起。④ 主要领事机构对到其领区内的每个中国移动手机用户都发

出旅行提醒，每一个中国人危急时可以获得领事协助和保护的电话。当前中国

外交部领事司和７０多个驻外领事机构在领事保护方面的工作已得到世界的称赞

和国内公众的认同。

然而，外交部在领事保护方面仍存在不少信息盲区，说明这个领域的需要

还在增加，外交部还需要增加工作力度。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之前，中国

公民出境的总人数只有２８万，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出境人数迅速增长，２０１４年

中国出境旅游首次突破一亿人次。⑤ ２０１６年中国出境旅游人次达到了１．２２亿。⑥

７４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领事保护案件指海外中国公民安全和合法权益受到严重威胁或侵害的情况。
领事协助案件指中国公民在海外因客观原因或自身原因陷入困境，我驻外机构为其提供协助的案

件。
参见六集大型政论专题片 《〈大国外交〉第一集：大道之行》，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ａｃ．ｇｏｖ．ｃｎ／２０１７－０８／

２９／ｃ＿１１２１５５８５１８．ｈｔｍ。
《外交部领事司：２０１６年妥善处置领保与协助案件１０万余起》，ｈｔｔｐ：／／ｗｏｒｌｄ．ｐｅｏｐｌｅ．ｃｏｍ．ｃｎ／ｎ１／

２０１７／０１２５／ｃ１００２－２９０４９４４４．ｈｔｍｌ。
《２０１４ 年 中 国 出 境 旅 游 首 破 亿 人 次 》，ｈｔｔｐ：／／ｆｉｎａｎｃｅ．ｃｈｉｎａｎｅｗｓ．ｃｏｍ／ｃｊ／２０１５／０１－１５／

６９７３７４４．ｓｈｔｍｌ。
《２０１６年中国出境游达１．２２亿人次，人均花费９００美元》，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ｎｅｗｓ．ｃｏｍ／ｃｊ／２０１７／

０１－２０／８１３１０３５．ｓ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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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２０１５年，中国在海外１６０多个国家和地区共有超过２万家企业。① 出境人次

的急剧增长和海外利益的拓展，也导致中国公民在海外的安全问题日益突出，

涉及中国公民和企业的安全事件持续呈现全球多点同时爆发的态势，且频率高、

类型多、分布广、处置难，领事保护与协助任务日趋繁重。② 因此，虽然外交部

目前已经建立了全面的领事保护体系，但在出境公民 “井喷”式增长的情况下，

还是会有一些地方辐射不到。外交部发言人的答记者问在这个领域出现的盲区，

并不是外交语言的运用。发言人也没有提出向其他部门询问，而是说不知道需

要去核实，因为这些都是外交部自己职责范围内的事。

一般国人是通过自己从外交工作中得到的具体帮助和切身利益，了解外交

或外交部的工作的。在媒体的关注下，领事工作成为考察外交部工作的试金石，

在这方面的任何遗漏和疏忽都可能成为媒体批评和指责外交部工作的依据。随

着走出国门的中国人持续增加，外交部在领事保护方面的任务必将继续增多，

领事保护工作的效率、规模、技术也需大力提升，在媒体密切关注下，领事保

护工作压力也会更大。唯有进一步改进工作才能解决这方面的问题，从外交部

的工作来看，需要不断加强应对突发事件能力的建设。

这两方面的趋势或挑战，需要从不同的层次出发考虑应对方法和解决途径。

第一个层次的挑战是国家层面的，即国家应该如何应对外交议题日益分散到其

他领域的趋势问题，或者说对于不同领域的外交，如何加强不同部门的协调问

题。这是一个大问题，也是一个普遍的问题。应对这个问题，有些国家的解决

途径是把外交部和商务部合二为一，因为两者变得越来越难以分开了。但军事

和外交之间的协调似乎是一个永恒的问题。针对这种趋势，有学者提出建立符

合时代要求的 “国家外交体系”（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ｉｃ　ｓｙｓｔｅｍ），③ 也有学者呼吁树

立 “全政府外交”（ｗｈｏｌ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观念。④

从现有中国外交的机制和职能来看，外交部现有的职能中包括 “组织协调

有关我国履行国际公约、协定工作”，“指导、协调地方和国务院各部门外事工

作”，“处理和协调关系国家安全问题的有关涉外事宜”。⑤ 但是作为传统上唯一

的协调和联系内外工作的部门，外交部如何协调外交规范的普遍性与中国外交

８４

①

②

③

④

⑤

《中国有２万多家企业在海外投资，９０％以上亏损》，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ｆｉｎａｎｃｅ／２０１５－
０２／０９／ｃ＿１２７４７３４１１．ｈｔｍ。

《２０１６年 度 领 事 工 作 国 内 媒 体 吹 风 会》，ｈｔｔｐ：／／ｃｓ．ｍｆａ．ｇｏｖ．ｃｎ／ｇｙｌｓ／ｌｓｇｚ／ｚｔｚｌ／２０１６ｎｌｓｇｚｃｆｈ／
ｔ１４４０１９１．ｓｈｔｍｌ。

Ｂｒａｉｎ　Ｈｏｃｋｉｎｇ，“Ｔｈｅ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ｉｃ　Ｓｙｓｔｅｍ”，ｐ．１２３．
Ｓｉｒ　Ｊｅｒｅｍｙ　Ｇｒｅｅｎｓｔｏｃｋ，“Ｔｈｅ　Ｂｕｒｅａｕｃｒａｃｙ：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Ｆｏｒｅｉｇ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Ｇｏｖ－

ｅｒｎｍｅｎｔ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ｓ”，ｐｐ．１１５－１１６．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主要职责》。



中国外交转型与制度创新

制度的特殊性，如何协调涉及越来越多机构和部门的不断扩展的多领域外交，

既没有清楚的党内规范文件或国家法律作为依据，也没有建立起责权清晰的保

障机制，因而，这方面需要建立新的制度，或者明确外交部的责任和权力。

第二个层面是外交部本身必须应对的挑战。外交部的主要职能是落实对外

政策，在中国就是贯彻执行中央的政策。过去外交部是对外政策的主要执行者，

随着外交领域扩展到经贸关系、金融合作、军事合作、党际关系、防范与打击

恐怖主义等更加专业化的领域，外交部或者外交部的干部是否具备相关的专业

知识与能力来落实有关领域的政策？在负责相关领域业务的部门都发展各自的外

事机构、更多参与本领域对外政策的落实时，外交部如何避免沦为仅仅是为其他

专业职能部门和专业人员提供服务的 “后勤协调员”？这就要求外交部在人员招

录、职务晋升、知识贮备等方面都应该有前瞻性，并做好针对性的准备工作。

与此相关的问题还包括，虽然外交的本质是和平、是以和平的方式落实国

家的对外政策，但是在民族自信心不断随着国力上升而增强的情况下，如何平

衡和平的外交手段与法律和军事手段等其他工具，做到既能实现为国内经济建

设创造良好国际环境、保持睦邻友好的对外关系，又能避免被指责为 “缺钙”

和 “软弱”？在各个部门都参与对外事务并以自己的方式影响政策、各方观点不

一致时，外交部如何更好地代表和维护国家的整体利益？在履行沟通和谈判职

能时，外交部与谁沟通和谈判？是外国政府还是中国政府的其他部门？是外国

公众，还是中国国内公众？这些问题对外交部来说都日益紧迫，不容拖延。

第三个层面的挑战是刚刚参与到对外关系的部门，或者说负责外交最近扩

展或分散到的那些新领域的部门。从政府与媒体或公众之间的关系来看，外交

部发言人这么频繁地要求记者向其他部门或相关部门咨询，至少说明其他部门

在公开化方面，或者与媒体的沟通方面，还没有外交部那样成熟和完善，也反

映出多数记者对相关部门的职能缺乏了解，习惯于从传统视角看待外交问题，

一遇到问题就抛向外交部。

这种状况需要从两方面加以调整，一是相关部门要完善制度，不能仅从国

内角度考虑自己的政策或在国际上采取行动，在参与对外合作的过程中应该具

有国际视野，熟悉国际规范，照顾国际社会其他方面的关切和基本要求，绝不

能以 “暴发户”心态，仅仅按照国内工作的习惯开展工作。此外，在信息发布

方面可以借鉴外交部的做法，增加透明度，在信息提供方面注意时效性。对于

媒体来说，要增加对中国的了解，不能以传统的思维方式看待中国外交，要了

解部门之间的业务分工，提出问题要有针对性，有的放矢，才能及时得到自己

所需要的信息。

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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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制度优越性和外交创新

中国外交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一部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的特色也是中国外交制度的特色，这个制度的核心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

共十九大政治报告明确提出， “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

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① 王岐山在学习十九大报告的文章中提出，一个

时期以来，有的人在党的领导上 “讳莫如深、语焉不详甚至搞包装，没有前提

地搞党政分开，结果弱化了党的领导，削弱了党的建设。习近平总书记对坚持

和加强党的领导从来都是充满自信、决不回避退让……无论哪个领域、哪方面

工作，无一不是从加强党的领导抓起，最终落脚在强化党的建设上。”②

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一部分，中国外交制度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为核心，首先是中国共产党外交制度。中国外交首先是执政党的外交。在２０１４

年１１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提出，“中国必须有自己特色

的大国外交……使我国对外工作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③

随后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指出，中国外交的 “特色”就是 “中国外交必须坚

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当前的中国外交工作来说，“这是

管根本的一条”。④ 中国外交不仅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而且也要为巩固党

的领导、维护社会主义制度的安全服务。

中国外交制度的特色，体现在党对外交工作的思想领导、组织领导和制度

领导等多个方面。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外交的思想领导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中

国共产党历次代表大会政治报告关于外交工作的内容，明确中国对世界形势的

判断和看法，确立一定时期内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外交工作的指导思想、基本布

局和基本原则。此外，中共中央定期召开不同类型的外交外事工作会议，具体

部署中国在相关专题上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工作的组织领导，表现在中央根据党管干部的原则选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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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
十 九 次 全 国 代 表 大 会 上 的 报 告 》，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１９ｃｐｃｎｃ／２０１７－１０／２７／ｃ ＿
１１２１８６７５２９．ｈｔｍ。

王岐山：《开启新时代，踏上新征程》，《人民日报》，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７日。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外文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第４４３页。
《中国外交必须具有自己的特色———一论贯彻落实中央外事工作会议精神》， 《人民日报》，２０１４

年１２月１日，第１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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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任命高级外交干部，外交部内部的党务机构确保党对外交执行部门的领导，

驻外使馆和代表处的领导不仅是代表国家的大使，也是中国在另一个国家首都

所有派驻机构的党委书记。另外，中国共产党还根据 “立场坚定、掌握政策、

熟悉业务、严守纪律”的原则选择和录用外交部干部。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政治制度的特色和优势，也是中国外交制度的特

色和优势，更是中国外交取得重要成就的关键和保证。十八大以来，面临外交的

多元化趋势，以习近平主席为核心的党中央审时度势，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

在保持外交大政方针连续性和稳定性的基础上，主动谋划，开拓进取，不仅在外

交理念和实践上进行了创新，而且在外交制度上也进行重大创新，做出加强党对

外交工作集中统一领导的总部署，为新时期中国外交提供了坚强保障。①

十八大政治报告在提出要 “坚持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

的同时，还提出要 “统筹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各方面

工作”。②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次讲话中都不断强调，要 “统筹国内

国际两个大局，夯实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基础”。十九大政治报告又提出要 “深化

机构和行政体制改革。统筹考虑各类机构设置，科学配置党政部门及内设机构

权力、明确职责”。③ 这些论述是中国外交的总体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

制度创新的第一个举措就是发挥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政治中的领导作用，召

开相关外交工作会议，在相关外交问题上统一思想，确保外交行动上的协调一

致。十八大以来，中央分别召开了三次专门的外交外事工作会议：２０１３年周边

外交工作座谈会、２０１４年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以及２０１５年的全军外事工作会议

和第十六次武官工作会议。在周边形势日益复杂化的情况下召开的周边外交工

作会议，总结经验、研判形势、统一思想，确定了今后五到十年内周边外交工

作的战略目标、基本方针、总体布局，明确了解决周边外交面临重大问题的工

作思路和实施方案。④ 中央外事工作会议提出了中国外交要有特色的重大理论问

题，同时强调必须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改革完善对外工作机制体制，强化

对各领域各部门各地方对外工作的统筹协调。⑤ 在军事外交日益活跃条件下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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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王毅：《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光辉成就》，载本书编写组编：《十八大以来新发展新
成就》（上），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第４页。

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
产党 第 十 八 次 全 国 代 表 大 会 上 的 报 告》，ｈｔｔｐ：／／ｗｗｗ．ｑｓｔｈｅｏｒｙ．ｃｎ／ｚｈｕａｎｑｕ／ｂｋｊｘ／２０１６－０２／０１／ｃ＿
１１１７９５５６４０．ｈｔｍ。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
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习近平在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２８日，ｈｔｔｐ：／／ｗｗｗ．ｆｍｐｒｃ．ｇｏｖ．
ｃｎ／ｃｅ／ｃｅｋｏｒ／ｃｈｎ／ｘｗｘｘ／ｔ１０９３３６６．ｈｔｍ。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第４４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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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全军外事工作会议，强调军队工作始终是中国外交大局中的一部分，提出要

“毫不动摇坚持党对军事外交的绝对领导”。①

社会主义制度的特色和优势就是集中精力办大事。三次会议规格高、规模

大，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计

划单列市、中央和国家机关及军队有关单位、中央管理的部分企业和金融机构

主要负责同志，驻外大使、大使衔总领事、驻国际组织代表和外交部驻香港、

澳门公署特派员等参加会议。为此，各地方各部门要认真学习领会、深入贯彻

落实这些会议的重要讲话精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决策部署上来。

推动涉外部门的协调机制建设，理顺部门之间的协调与合作，完善相关法

律，是外交制度创新的主要内容。成立于１９５８年的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是中

国对外工作最早的协调机构。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在 “文革”期间被撤销，

改革开放以后予以恢复，在协调党和国家对外政策方面始终发挥着咨询、参谋

和协调的功能。冷战结束以来又成立了中央安全工作领导小组、中央海洋权益

工作领导小组。２０１３年１１月，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决定设立国

家安全委员会，完善国家安全体制和国家安全战略，确保国家安全，以其作为

中央关于国家安全工作决策和议事的协调机构，加强对国家安全工作的集中统

一领导，以更好地 “统筹协调涉及国家安全的重大事项和重要工作”。② 此外，

随着经济议题在中国对外关系中地位和作用的增加，十八大以来新成立的中央

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对于加强在经济和

安全领域的全局统筹、协调与合作也将发挥重要作用。

为了改变在南海问题上 “九龙治海”的复杂局面，第十二届全国人大第二

次会议通过决议，合并海洋局及其中国海监、公安部的边防海警、农业部的中

国渔政和海关总署的海上缉私警察等部门，成立新的国家海洋局，由国土资源

部管理，以 “整合海上执法力量，提高机构效率”。③ 为了加强经济外交工作，

外交部在２０１３年成立了 “国际经济金融咨询委员会”。为了就重大外交问题提

供法律意见、研究报告和政策建议，外交部还于２０１５年成立了 “国际法咨询委

员会”。

在加强制度建设的同时，中国进一步完善了涉外安全领域的法律，使各项

工作有法可依。其中包括全国人大２０１４年通过的 《反间谍法》、２０１５年通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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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接见全军外事工作会议和武官工作会议代表》，ｈｔｔｐ：／／ｃｐｃ．ｐｅｏｐｌｅ．ｃｏｍ．ｃｎ／ｎ／２０１５／０１３０／
ｃ６４０９４－２６４７６８８５．ｈｔｍｌ。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决定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设置，审议贯彻执行中央八项规定情况
报告》，《人民日报》，２０１４年１月２５日。

《王峰：重组国家海洋局，整合海上执法力量》，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２０１３ｌｈ／２０１３－０３／１１／
ｃ＿１２４４４２３５５．ｈｔ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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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国家安全法》和 《反恐怖主义法》以及２０１６年通过的 《境外非政府组织境

内活动管理法》等，这些法律在统筹新时期中国对内和对外关系中发挥着重要

的作用。

强调顶层设计，狠抓政策实施，确保中央战略意图的落实，是十八大以来

中国外交制度建设、做好对外关系统筹和协调创新的关键。 《习近平谈治国理

政》一书收录了习近平总书记在２０１２年１１月１５日至２０１４年６月１３日这段时

间内的讲话、谈话、演讲、答问、批示、贺信等７９篇，其中习近平９次提到

“顶层设计”这个概念，要求从 “顶层设计角度对中长期对外工作做出战略规

划”。进而，还要更加重视政策的有效实施，保证中央政策的贯彻落实、统筹协

调的着力点。习近平在中共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指

出，要防止和克服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本位主义，决不允许 “上有政策、下

有对策”，决不允许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决不允许在贯彻执行中央决策部署上

打折扣、做选择、搞变通。① 主抓外交工作的国务委员杨洁篪在十八大后撰文强

调，在处理对外事务时要 “统筹协调、顶层设计、统一指挥、统筹实施”。中央

和地方政府、非政府组织和所有涉外机构在发挥各自功能的同时，都必须通过

加强合作以实现外事工作的协调一致性，在外交工作中 “保障中央对对外工作

的领导、决策、管理、处置等各项功能顺利实施，确保中央对外战略意图的实

现”。② 为了在外交工作中落实中央的精神，杨洁篪强调，在具体工作落实中，

外交人员 “要搞好策略运筹，顺势而为，根据国际形势和外部环境变化，及时

调整政策和策略，正确处理对外工作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③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的提升，中国正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中

国外交将更加活跃、更有作为。在刚刚闭幕不久的十九大上，习近平总书记明

确提出，“中国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

设，不断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④ 当前，中国的发展进入到一个新时代，中国

外交在转型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亟待解决。同时，新时代也需要新的理

论创新、机制创新和实践创新，从而为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提供

坚实有力的保障。

（责任编辑：吴文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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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决不允许 “上 有 政 策、下 有 对 策”》，ｈｔｔｐ：／／ｃｐｃ．ｐｅｏｐｌｅ．ｃｏｍ．ｃｎ／ｎ／２０１３／０１２２／ｃ６４０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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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洁篪：《新形势下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求是》，２０１３年第１６期，第１０页。
同上，第１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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